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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利用对海岸线等变迁
的响应

王新星１，２，陈　 涛１，２，∗，李　 敏１，２，王跃中１

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２ 广东珠江口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要：沿岸鲸豚类栖息地易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导致其分布和核心栖息地发生变化。 珠江口⁃漠阳江口中华白海豚种群是目前

所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其中伶仃洋水域是其重要的栖息地。 近年来，珠江口伶仃洋周边城市发展带来的人类活动增加，
白海豚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分析伶仃洋中华白海豚对栖息地环境变化的响应，研究对应的保护策略显得非常迫切。 以多源陆

地资源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为数据源，通过影像分析近 ４３ 年珠江口伶仃洋围填海造成的海域流失，结合近 ２０ 年来采用截线抽样法收

集的海豚观测数据，运用含障碍核插值（Ｋｅｒｎ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方法，分析白海豚的分布及核心栖息地的变化。 结果

显示：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期间，研究区域内流失的海域面积为 ３４４．０８ｋｍ２；目击分布离人工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大于自然海岸线的平

均距离，目击分布到自然海岸线和人工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均在减小，表明过去 ２０ 年白海豚的栖息地使用选择发生了一些变化，
被迫适应人类活动的干扰；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白海豚栖息地使用的重心偏向伶仃洋东部水

域，核心栖息地趋向主航道和无人海岛附近水域萎缩，可能是海豚因海域食物资源减少而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同时期，珠江口

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覆盖的核心栖息地比例呈递减趋势，占比由 ７９．９％下降到 ４９．４％，当前有必要对保护区范围和

功能区作出一些优化调整，以适应栖息地使用的变化格局。
关键词：中华白海豚；核心栖息地；海岸线；核密度估计；保护；珠江口伶仃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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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干扰会影响鲸豚类动物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持续干扰及袭扰可能导致其分布范围和核心栖息地发

生转移，长期系统收集分布数据是分析动物对环境变化响应的关键。 中华白海豚（Ｓｏｕ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为沿岸河

口定栖性小型齿鲸类，又名印度太平洋驼背豚（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属海豚科（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ｄａｅ）白海

豚属（Ｓｏｕｓａ），广泛分布于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近岸水域，１９８８ 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 ＩＵＣ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列为“易危”状态［１］。 中华白海豚分布范围东起中国沿海的中部（最北搁浅

记录出现在长江口），向南遍及整个东南亚，向西延伸到孟加拉国与缅甸边界［１—２］。 在我国中华白海豚主要分

布于厦门沿岸、台湾西部沿岸河口、汕头南澳岛水域、珠江口至海陵岛沿岸、湛江雷州湾、广西北部湾沿岸河口

及海南三亚等海域，其中珠江口⁃漠阳江口种群规模最大，初步估计在 ２６００ 头以上，远远大于其它各地种

群［３—１２］。 珠江口沿岸河口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海上航运、沿岸填海、水体污染以及渔业过度

捕捞等威胁因素较为突出，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可能已出现退化，其面临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大［５］。
对于珠江口⁃漠阳江口这一已知最大的中华白海豚种群，香港水域于 １９９０ 年开始调查，广东一侧水域于

１９９７ 年以后开始系统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种群的分布范围为：东起香港大屿山东部水域、西至阳江海陵

岛东部水域，离岸分布不超出沿岸 ２０ｍ 等深线［３—４， ７， １３］。 在珠江口伶仃洋的分布，以淇澳岛东南部水域、内伶

仃岛西部水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青洲⁃三角岛水域目击较多。 在过去的 ４０ 年里，由于不可逆转的人

为活动（如围填海、沿岸工程和港口建设等），大量的沿岸水域被蚕食［１４—１７］。 长期栖息地缩减对海豚的影响

已有报道，最明显的表现是其分布模式和核心栖息地发生变化。 Ｋｅｉｔｈ 等通过海豚目击数据分析南非理查德

湾海豚的栖息地使用，海豚觅食、休息和社交等不同行为对具体区域呈现明显的选择偏好性［１８］。 Ｋａｒｃｚｍａｒｓｋｉ
等分析台湾西部沿岸中华白海豚栖息地被长期侵占下海豚的分布变化，结合历史数据推断白海豚栖息地不连

续分布是由栖息地退化导致［１９］。 Ｗａｎｇ 等利用卫星数据和不同阶段的中华白海豚目击数据分析厦门海岸线

改变对海豚栖息地的影响，白海豚目击由近岸向离岸转移并远离人工海岸线，同时原来的沿岸核心栖息地转

移到中心航道水域［２０］。 Ｗｕ 等利用近 ４０ 年的卫星数据反演北部湾海岸线变化，结合中华白海豚历史出现位

置的问卷调查数据得出核心栖息地被占用的结论［２１］。 以上研究均是针对种群规模较小、人类活动多发生在

小范围内海豚栖息地变动情况分析。 然而，对于珠江口这一长期栖息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大的区域内且规模较

大的种群，长时间尺度上种群分布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还不是很了解。
珠江口⁃漠阳江口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水域范围内共设立了两个保护区，分别是位于伶仃洋水域的珠江

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位于黄茅海水域的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有研究指

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与白海豚栖息地使用及核心栖息地的分布格局完全不相匹

配［２２］，但根据我们的长期监测结果，认为对这一问题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商榷。 本文通过近 ２０ 年使用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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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线抽样法获取的中华白海豚观测数据，结合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数据，主要研究以下 ３ 个方面的内容：（１）根据多

年的海豚调查数据，基于种群栖息地利用模型分析近 ２０ 年来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分布和核心栖息地的

变化；（２）根据多年中华白海豚观测数据分析海豚的栖息地选择偏好变化；（３）基于分析结果分析保护区的保

护功能现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珠江水系是中国境内径流量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为 ４１５０００ｋｍ２，其中珠江三角洲面积约

为 ５００００ｋｍ２，仅次于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第二大三角洲［２３］。 珠江水系主要有八大入海口，河水直接或间接的

流入南海，其中东部的 ４ 大口门（虎门、焦门、横门和洪奇门）径流汇入伶仃洋形成珠江东部河口区。 由于海

域管辖的制约，本研究调查区域未涉及香港水域，即本文所述珠江口伶仃洋未含邻近的香港水域。 研究区域

水深普遍较浅，水深大多小于 ２０ｍ，调查区内设置一系列与主要海岸线垂直的平行观测截线，截线间距约为

３ｋｍ，截线覆盖水深变化范围基本上为 ３—２０ｍ。 研究区域及观测截线设置见图 １。
１．２　 海豚观测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海豚观测数据是通过船基截线抽样法获取，船基截线抽样法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小型鲸类

调查方法，多年以来常用于香港水域和广东珠江口水域的鲸豚调查［３—４， ７］。 本文的调查数据主要包括 ３ 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和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其中第一阶段调查

包括两个周年，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度调查范围为伶仃洋中部水域，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度调查范围为伶仃洋北部、东南

和西南水域，均为每月 １ 个航次共 １２ 个航次；第二阶段调查为一个周年，调查范围包括伶仃洋北部、中部、东
南和西南水域，每月 １ 个航次共 １２ 个航次；第三个阶段调查也是一个周年，调查范围同第二阶段，由于 ５—７
月休渔期未能开展调查，分别于雨季和旱季各调查了 ５ 个航次，共 １０ 个航次。
１．３　 遥感数据获取和处理

遥感数据采用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１、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可见光影像资料，根据研究区域的卫星图片区域

代码（１２２ ／ １３１ 列，４４ ／ ４５ 行），选取高质量的卫星图片进行海岸线提取，即每张图片整体云层遮盖量低于 ２０％
或图片陆地和海岛周边云层遮盖量为 ０，并下载相对应的卫星数据（数据获取网址：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ｖｉｓ．ｕｓｇｓ．ｇｏｖ ／ ）。
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将下载的所有卫星图像处理为假彩色图像，利用波段组合获取清晰的对比度来区分水体和

陆地区域［２０—２１］。 研究区域的卫星图像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３ 年，将此年度的卫星图像作为底图，识别原有水

体被陆地占用的区域。 不同年度卫星图片各海岸线占用流失的海域面积之和定义为指定时间内研究区域海

域流失总面积。 本文所使用的卫星图像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珠江口伶仃洋海岸线变化使用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影像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ｉｎｇｄｉｎｇ Ｂａｙ ｗａｔｅｒｓ

年
Ｙｅａｒ

卫星
Ｓａｔｅｌｉｔｅｓ

传感器
Ｓｅｎｓｏｒｓ

条带号 ／ 行号
Ｐａｔｈ ／ Ｒｏｗ

时间
Ｄａｙ ｏｆ ｙｅａｒ

１９７３ Ｌ１ ＭＳＳ １３１ ／ （４４ ／ ４５） ３５９

１９８６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２１１

１９８８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３２９

１９９３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２４６

１９９７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３０５

２００５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２３

２０１０ Ｌ５ ＴＭ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２６１

２０１５ Ｌ８ ＯＬＩ １２２ ／ （４４ ／ ４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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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１．４　 数据分析

栖息地分布采用概率密度函数来计算，它描述了动物所使用的相对空间，通过动物位置坐标抽样计算获

取［２４］。 为估算海豚的栖息地使用，根据本文研究区域的地理位置，将所有的群体目击位置投影到 ＵＴＭ４９Ｎ 坐

标系中。 由于伶仃洋周边海岛和陆地区域无法被海豚利用，选取含障碍核插值（Ｋｅｒｎ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方法估算海豚的分布和核心栖息地使用情况［２５］。 含障碍核插值工具区别于传统的核密度估计工具，
计算中涉及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其中点之间的连线与障碍（海岛、陆地等）无交叉，允许密度等值线在障碍边

缘突然变化。
使用含障碍核插值方法的关键是输出网格大小和带宽值的设定。 本文选取的输出网格大小为 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这样研究区域中海岛及沿岸附近狭小区域均可包含数据。 设定核函数为一阶多项式，岭参数选取默认

值为 ５０。 带宽值是一个平滑值，它决定了核的宽度，确定了范围区间内的点对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ＫＤＥ）
的贡献，当前对于带宽的选择还没有直接的方法［２６—２７］。 带宽的选取根据研究目的、样本大小及研究物种的空

间使用格局来决定［２７］。 对于含障碍核插值方法的带宽值可以通过目视检查方式确定［２８］。 本研究带宽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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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通过连续运行测试选取估计值，并结合对现有种群已有的研究确定选取带宽值。
ＫＤＥ 值代表在网格内每平方公里可能出现的目击次数。 研究区域内栖息地使用范围定义为动物群体有

９５％的概率被找到所形成的最小区域［２６］，是 ＫＤＥ 通过计算阈值，即所有观测总数的 ９５％得出［２５］。 海豚分布

（即栖息地使用）与核心栖息地分别用 ９５％ＫＤＥ 和 ５０％ＫＤＥ 来表示，它们与研究区域内海豚的目击位置

有关。
为比较同一调查阶段海豚到海岸线距离的差异性，分别提取了各阶段目击位置到自然海岸线和人工海岸

线的最短距离，并分别进行配对 Ｔ 检验。 同时，对各个调查阶段的目击位置到自然海岸线及人工海岸线的距

离分别做方差分析，检验其差异性。 为比较不同时间序列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区的作用，比较 ５０％ＫＤＥ 与保

护区的重叠区域，将 ３ 个阶段的 ５０％ＫＤＥ 分别与保护区范围比较以获取重叠比例，分析自然保护区的保护

作用。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努力量与海豚目击

３ 个阶段调查总努力量为 １４４０８．５ｋｍ，其中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调查努力量为 ５３７３．９ｋｍ，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调查努

力量为 ４９６１ｋｍ，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调查努力量为 ４０７３．６ｋｍ。 ３ 个阶段截线调查优良海况（海况 ３ 级或以下，能见

度较好）分别为 ８４．５％、７１％和 ７７％。 ３ 个阶段目击海豚群体数分别为 １６２ 群次、１８４ 群次和 １７６ 群次，为消除

恶劣海况对观测数据的影响，分析中所选的数据均为优良海况下海豚目击的数据。

图 ２　 １９７３—２０１５ 年珠江伶仃洋 Ｌａｎｄｓａｔ 图像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ｄｉｎｇ Ｂａ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２　 伶仃洋水域范围变化和海豚目击位置变化

围填海及沿岸工程建设使原有的自然岸线发生改变，致使水域变为陆地。 卫星影像（图 ２）数据呈现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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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４３ 年海岸线和陆地特征的变化（图 ３）。 自 １９７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因围填海、沿岸改造和港口建设等，伶仃洋

水域流失的海域面积为 ３４４．０８ｋｍ２。 海域流失面积较大的时期主要发生在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海域流失

年平均面积为 ２０．９６ｋｍ２，至 １９９７ 年后，海域流失面积增速趋缓（图 ４）。

图 ３　 珠江口伶仃洋水域被永久占用区域

Ｆｉｇ．３　 Ｓｉｔ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ｉｎ ＬＤＢ

海豚目击位置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对栖息地的偏好，食物资源丰度、海洋工程及其它人为活动等会临时或

永久性影响其栖息地偏好。 根据各个调查阶段海豚的目击位置，分别算出海豚到最近的自然海岸线及人工海

岸线的距离（图 ５）。 对不同调查阶段海豚到最近自然海岸线的距离进行方差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海豚目击

位置到自然海岸线的距离均值为 ５．０７ｋｍ（ＳＤ＝ ３．１９ｋｍ），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均值为 ４．９７ｋｍ（ＳＤ ＝ ４．１２ｋｍ），方差分

析显示差异不显著（Ｆ＝ ０．０９，Ｐ＞０．０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均值为 ４．１８ｋｍ（ＳＤ ＝ ３．０２ｋｍ），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比较差异显著（Ｆ＝ ８．５２，Ｐ＜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差异显著（Ｆ ＝ ４．２２，Ｐ＜０．０５）。 对不同

调查阶段海豚到最近人工海岸线的距离进行方差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海豚目击位置到人工海岸线的距离均

值为 ７．７９ｋｍ（ＳＤ＝ ３．２３ｋｍ），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均值为 ６．４ｋｍ（ＳＤ＝ ３．３３ｋｍ），方差分析显示差异极显著（Ｆ ＝ １９．５２，
Ｐ＜０．００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均值为 ５．５３ｋｍ（ＳＤ＝ ２．９７ｋｍ），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比较差异极显著（Ｆ ＝
５３．９，Ｐ＜０．０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差异显著（Ｆ＝ ６．５６，Ｐ＜０．０５）。 另外，对同一调查阶段海豚到最

近自然海岸线和人工海岸线的距离进行配对 Ｔ 检验，３ 个调查阶段的检验结果均为极显著，结果分别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 ｔ＝ １．９７， 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ｔ ＝ １．９７， Ｐ＜０．００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ｔ ＝ １．９７， Ｐ＜０．００１），
而且每个调查阶段海豚到自然岸线的距离均小于到人工岸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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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７３—２０１５ 年海域占用面积

Ｆｉｇ．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ｌｏｓ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５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海豚目击位置离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的距离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６

２．３　 海豚分布范围和核心栖息地的变化
表 ２　 各调查阶段栖息地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ｅｒｉｏｄ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ｅ ９５％ＫＤＥ ５０％ＫＤＥ ５０％ＫＤＥ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５０％ＫＤＥ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９９６．１２ ３３８．４２ ３３．９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１２１．５１ ３６２．３１ ３２．３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９１０．６９ ２６７．９９ ２９．４３％

　 　 ＫＤＥ： 核密度估计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９５％ＫＤＥ 代表海豚分布（即栖息地使用）的范围，
５０％ＫＤＥ 则代表海豚核心栖息地，不同调查阶段海豚

分布范围和核心栖息地的面积见表 ２。 不同调查阶段

９５％ＫＤＥ 对比结果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的 ９５％ＫＤＥ 面

积最大，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９５％ＫＤＥ 面积最小。 此外，５０％
ＫＤＥ 代表的核心栖息地占对应调查阶段 ９５％ＫＤＥ 的面

积比例变化范围为 ２９．４３％—３３．９７％。
海豚栖息地使用在南北方向的分布范围变化不大，９５％ＫＤＥ 最北端分布到深圳大铲岛附近，南端到东澳

岛，然而 ９５％ＫＤＥ 在东西方向上，位于伶仃洋中南部宽度呈现先收窄再变宽（图 ６）。 ５０％ＫＤＥ 空间分布格局

变化较大，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有 ２ 块核心栖息地，分别位于内伶仃岛西北部和伶仃洋的中南部，重心在伶仃洋中

南部水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共有 ３ 块核心栖息地，分别位于内伶仃岛周围水域、伶仃洋中南部到三角岛水域和

横琴岛东南水域，重心集中在伶仃洋中南部到三角岛水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３ 块核心栖息地，分别为内伶

仃岛至伶仃洋中部保护区核心区水域、大屿山西南水域和三角岛周围水域，整体呈狭长分布，伶仃洋中南部的

部分核心栖息地消失。
２．４　 保护区内的核心栖息地变化

５０％ＫＤＥ 即核心栖息地是海豚栖息地中最重要的水域，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核心栖息地占全部核心栖

息地的比例可以反映出保护区对海豚的保护作用。 各阶段海豚核心栖息地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比例分别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占比 ７９．９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占比 ６３．８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占比 ４９．３９％，占比呈下降趋势，不同

调查阶段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核心栖息地面积及比例见表 ３。 从核心栖息地的分布格局来看，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

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核心栖息地主要集中于保护区东部和南部水域，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水

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主要在中北部和东南部水域，而且保护区内核心栖息地碎片化，分开为两部分（图 ６）。

表 ３　 各调查阶段保护区范围内核心栖息地面积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ｅｒｉｏｄ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ｅ

核心栖息地 ／ ／ ｋｍ２

Ｃｏｒ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保护区内核心栖息地 ／ ／ ｋｍ２

Ｃｏｒ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３３８．４２ ２７０．５４ ７９．９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３６２．３１ ２３１．４１ ６３．８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６７．９９ １３２．３５ ４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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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调查阶段海豚分布和核心栖息地范围

Ｆｉｇ．６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ｇｅ

３　 讨论

鲸豚类动物的季节性分布变化通常与食物季节变化及环境特征相关［２９—３０］，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的

区域性分布亦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３—４， ３１］。 珠江口鱼类群落格局及其季节差异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春秋

两季鱼类群落均随盐度梯度而变化明显［３２］。 本研究选用了周年海豚调查数据可以减少海豚因季节性区域移

动所产生的栖息地使用偏差。 珠江口伶仃洋不同调查时期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人工海岸线，中华白海豚

的分布更偏向自然海岸线，而海豚分布离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的平均距离均在减小。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白海豚

在伶仃洋的分布范围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有所增加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明显缩小，核心栖息地在不同时期出现明显

的范围和空间格局变化，而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面积缩小明显。 主要核心栖息地萎缩成条带状，分布于伶仃洋主

航道和无人海岛附近水域，并在伶仃洋南部的三角岛周围水域形成一个分离的核心栖息地。 同时，珠江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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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核心栖息地呈减少趋势，核心栖息地在保护区内的占比已从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９．９％减少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９．４％。
３．１　 海岸线变迁对中华白海豚分布的影响

珠江口伶仃洋每个调查阶段中华白海豚目击位置到自然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均小于到人工海岸线的平均

距离，而不同调查阶段比较，海豚目击位置到自然海岸线和人工海岸线的平均距离都在逐步减小。 自然海岸

线附近水域的自然生态较为完好，而且受到的人为活动直接干扰较小，因此海豚更偏好在自然岸线附近水域

活动。 Ｗａｎｇ 等［２０］发现伴随海岸线改变，不同年代厦门水域的中华白海豚分布呈现明显的由近岸向离岸方向

移动并远离人工岸线，这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略有不同。 从两个种群所处的地形环境特征来看，厦门种群以

厦门岛为中心近似于东西向沿岸分布，外面为开阔海域，而伶仃洋为一个半封闭的河口湾，河口东西两侧陆地

限制了海豚向东西方向扩展，而湾内分布有多个无人海岛，海豚的目击分布主要往海上工程施工等干扰较少

的北部内伶仃岛、东部大屿山以及南部的青洲、三角岛等一带水域靠拢。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的海豚目击位置到自然海岸线的距离均值方差检验差异不显著（Ｆ ＝

０．０９，Ｐ＞０．０５），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调查海豚目击位置至自然岸线的距离均值跟前两个调查阶段比较均减小了

且差异显著（Ｆ＝ ８．５２，Ｐ＜０．０５；Ｆ＝ ４．２２，Ｐ＜０．０５）。 说明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伶仃洋白海豚受到的海上人为活动干

扰变化不明显，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受到的海上干扰明显变大，而这个时期正是港珠澳大桥工程施工期，可能是海

上施工干扰迫使海豚逼近岸边活动。 而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的 ３ 个不同调查阶段，海豚目击位置到人工岸线的平

均距离均在减小，方差分析检验出显著差异，表明过去 ２０ 年里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选择偏好发

生了一些变化，被迫逐渐适应人类活动的干扰。
３．２　 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使用范围和核心栖息地的变化

整个监测期间，伶仃洋白海豚栖息使用（９５％ＫＤＥ）和核心栖息地（５０％ＫＤＥ）在范围和空间分布上呈现很

大的变化，面积先增大后减小，其中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９５％ＫＤＥ 和 ５０％ＫＤＥ 的面积均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明显萎缩。 海豚在南北方向分布范围变化不大，可能是海豚的饵料资源年度间南北方向分布范围变

化不大，海豚季节性的在这些区域分布的结果。 而伶仃洋中南部海豚东西方向分布呈现先收窄再变宽，可能

是仃洋东西部沿岸围填海及人类活动影响所致，即先受影响远离西部岸线，海上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后被迫

适应该岸线附近的人类活动。 从核心栖息地的分布格局来看，白海豚的分布重心偏向伶仃洋东部水域，其中

原因：一方面伶仃洋西部为珠海、澳门等市区沿岸，多数岸线已开发人类活动频密，而东部多为自然海岸线，人
类活动相对少一些；另一方面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海水流向影响，东部水域主要受外海水支配，水较深且比较

清澈，而西部水域主要受河流冲淡水影响，水体浑浊且淤积相对较浅。 ３ 个调查阶段白海豚的核心栖息地迁

移变化明显：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核心栖息地主要位于内伶仃岛西北和保护区范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则分为三部分，
分别位于内伶仃岛周围、保护区至三角岛附近水域以及横琴岛东南水域，其中三角岛附近水域和横琴岛东南

水域是新出现的核心栖息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也分为 ３ 个部分，分别位于内伶仃岛西北至保护区核心区、大屿

山西南至桂山岛东北之间水域和三角岛周围水域。
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核心栖息地的空间分布呈现向主航道和无人海岛附近水域收缩的格局，核心栖

息地发生迁移可能是海豚食物———鱼类资源的密度分布格局发生改变所致［３３—３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两个阶段的核心栖息地面积变化不是很大，除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在三角岛附近和横琴岛东南水域出现

新的核心栖息地外，这两个阶段的核心栖息地大部分重叠。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核心栖息地面积与前两个阶段比

较，减小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８１％和 ２６．０３％，并形成了以主航道和无人海岛附近水域为主要核心栖息地的分布

格局。
关于湛江中华白海豚对觅食机会与觅食面临的风险权衡研究显示，白海豚为了较高的食物回报而选择接

受更大的死亡风险（在海上船舶繁忙且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航道周围目击海豚较多）；当栖息地间食物回报

相似时，海豚会选择低风险栖息地［３５］。 此外，长江江豚也被记录到在码头附近频繁觅食，码头地区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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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其它区域丰富但来往船只频繁，江豚选择在码头区觅食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３６］。 伶仃洋大部分水深在

６—８ｍ，而主航道因为开挖或自然形成水深在 １７ｍ 以上，相当于一条深水沟槽连通外海，可能是底层鱼类由外

海洄游进入河口内湾的主要通道，因此主航道附近水域的鱼类资源可能较为丰富。 另外，伶仃洋的渔业捕捞

压力一直存在，随着渔船马力和捕捞方式的升级，渔业资源逐年减少，而主航道附近来往船只频繁，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渔业捕捞作业，航道附近水域的渔业资源密度会相对高一些。 以上原因可能导致白海豚核心栖息地

收缩在主航道附近水域，即海豚已无太多选择只得经常冒险在主航道附近水域觅食。 而海岛附近因海底地形

以及水文等因素，底栖生物资源一般较为丰富，礁栖性鱼类较多，自然成为白海豚的另一核心栖息地。

　 图 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目击记录珠江口海域（统计数据不含中国香

港水域）中华白海豚 ５０％和 ９５％核密度估计栖息地使用格局（Ｏｒ

Ｃ，２０１７）

Ｆｉｇ．７　 Ａｒｅａ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５０％ ａｎｄ ９５％ ｉｓｏｐｌｅｔｈｓ ｏｆ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ＫＤ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ＥＰ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此外需要指出，根据 Ｏｒ 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调

查［２２］，ＫＤＥ 分析结果显示整个伶仃洋（不含香港水域）
主要有 ５ 块核心栖息地（５０％ＫＤＥ），分别位于香港大屿

山西南部、内伶仃岛西部、三角岛周围、淇澳岛东部和澳

门东南部等水域，核心栖息地大多分布在保护区范围以

外（图 ７），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本研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分析结果显示伶仃洋内有 ３ 块核心栖

息地（５０％ＫＤＥ），分别是内伶仃岛西部及南部水域、三
角岛周围水域和桂山岛东北至大屿山西南水域，除了澳

门东南部水域以外，大部分区域核心栖息地均覆盖 Ｏｒ
等提出的区域，而保护区范围内的核心栖息地面积约占

了整个伶仃洋核心栖息地的近 ５０％。 再者，Ｏｒ 等的

９５％ＫＤＥ 分析结果显示伶仃洋中西部水域无白海豚分

布，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差异也较大。 两个研究的

５０％ＫＤＥ 和 ９５％ＫＤＥ 分布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

采用不同的调查采样方法所致，Ｏｒ 等的调查是以寻找

海豚拍照进行个体识别为主要目的，而未系统地设置调

查路线［２２］，每次调查的路线不固定，根据经验海豚发现

概率较高的地方可能会给予较多的关注，这会导致整个

研究区域的调查努力量空间分配不均匀，而后期的

ＫＤＥ 密度计算方法无法消除这个影响。 本研究采用的

是船基截线抽样法，调查前设计了系统的样线，每次观

测沿着预设的样线在整个调查区域平均搜寻海豚，因而

整个研究区域的调查努力量基本上是均匀的。 因此，本
研究因调查努力量空间分配不均匀而引起的潜在偏差

要比 Ｏｒ 等的小，结果应更加接近海豚的实际栖息地使用分布情况，这与 Ｈｕａｎｇ 等强调在栖息地保护研究中应

采用系统方式调查以避免空间采样偏差的主张是一致的［３７］。

３．３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中华白海豚核心栖息地的变动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批准建立珠江口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务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正

式批准珠江口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覆盖的栖

息地情况，尤其是核心栖息地覆盖范围间接反映了保护区的保护作用。 ３ 个不同调查阶段的核心栖息地范围

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叠分析显示，位于保护区的核心栖息地分布格局及面积均发生了变化。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保护区内中华白海豚核心栖息地面积占对应阶段伶仃洋核心栖息地的比例为 ７９．９％，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区基本上为核心栖息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保护区内海豚核心栖息地占比下降为 ６３．９％，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１７９２　 ７ 期 　 　 　 王新星　 等：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利用对海岸线等变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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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核心栖息地面积也有所减少，但保护区内的核心栖息地是连贯的。 到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保护区内海豚

核心栖息地的占比进一步下降至 ４９．４％，保护区内的核心栖息地分布呈现碎片化。
保护区范围内中华白海豚核心栖息地总体呈下降趋势，可能是伶仃洋人为活动（海上工程施工和渔业捕

捞等）干扰增大，海豚觅食和活动空间受到压力的结果。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２００３ 年批准建立，当时规划是

依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的调查结果，划定的保护区范围比较合理（保护区内核心栖息地约占了 ８０％），但是随着

伶仃洋人类活动增加，中华白海豚的分布格局发生了一些改变，核心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对目前

的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作出一些优化调整，以适应当前的栖息地变化格局。 但是，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

围的伶仃洋水域大多已开发，可以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 保护区南部的青洲、三角岛一带水域虽然是白海豚

的核心栖息地，但已建成海上风电场，不再适合划为保护区。 北部的内伶仃岛周围水域在广东省海域功能区

划中属于生态保留区，也是海豚的核心栖息地，比较适合调整为白海豚保护区。 此外，今后有必要统筹考虑整

个珠江口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保护规划，建立国家公园，以更好地保护珠江口中华白海豚种群及河口生态系

统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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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２　 ７ 期 　 　 　 王新星　 等：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利用对海岸线等变迁的响应 　


